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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學界多從輸入（ｉｎｐｕｔ）及輸出（ｏｕｔｐｕｔ）兩方面衡量研究

高等院校的辦學成效。輸入方面分爲硬件及軟件。硬件如：財

政資助、教職員學歷等人才資源、課程設計、校舍設施及圖書館

藏書等；軟件如：學生校園生活、學生組織、課外活動、學生歸屬

感、校友會組織等。至於輸出方面，如畢業生成就、師生的學術

研究成果及爲社會創造知識等。豐裕經濟支援，較能爲師生提

供豐盛的校園生活，以及資助教職員進行更多研究，不能否定的

是校方適當地運用經濟資源，較容易培訓人才，錢“財”與人

“才”配合得宜，更容易締造一代學風。

很多研究現代中國教育社會學及教育歷史學的學者，已指

出民國學術發展的特色，就是高等院校的出現，使學術研究走向

專業化、學術化及系統化。其中曾被視爲“爲帝國主義者服務”

的教會大學，在 ２０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國内先

後興起非基運動及收回教育權時，究竟這些由洋人創辦的高等

院校受到了哪些衝擊？教會大學辦學以傳播西方宗教爲目的，

或是以教學爲目的，二者之間有没有衝突，若没有衝突，又是怎

樣相輔相成？教會大學在非基運動後怎樣在課程上進行“本土

化”？教會大學怎樣按各區域的特色，開拓“本土化”的教研工

作？尤可以注意者，福建爲大儒朱熹故鄉，閩學甚盛，至近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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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相繼成立兩所新教育體制的高等院校，分别是南僑陳嘉庚創

立的厦門大學及教會創辦的福建協和大學（以下簡稱協大）。

協大是民國時十三所教會大學之一，這所由“外來”宗教團

體籌辦的大學，怎樣在一塊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甚深的福建，進

行本地化作育英才的行政及研究工作，這是甚值得研究的課題。

此外，不少學者已指出民國時教會大學既受海外捐款，也受國民

政府補助，教會財政較充裕，究竟教會大學怎樣善用及管理財

政？近日彭淑敏撰寫《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和財

務爲例（１９１６—１９４９）》一書，清楚及細密地從教會大學的“才”

及“財”兩方面，結合社會史及文化史的角度進行研究，爲研究

教會大學與建立地方學風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域，全

書已達到作者所言：“透過師資與財務，體現協大的本土化發

展，提供新的觀察視角，從而加深吾人對教會大學於中國社會轉

型的歷程中之理解。值得肯定的是，在教育傳教士與華人子弟

的西學傳承之師生關係中，見證中國傳統的師道於 ２０ 世紀的新

轉變。傳教士和華人教職員在校政、教學和研究方面，編織了

‘傳承’與‘開創’的關係，對促進 ２０ 世紀上半葉中國和福建的

高等教育，貢獻甚鉅，亦爲中國現代化及 ２１ 世紀的崛興，提供了

歷史根源。”（頁 ２９５）深信此書必定成爲研究現代福建學風、教

會大學和民國高等院校發展史的重要著作。

全書結構除了第一章“緒論”及第六章“結論”外，分爲第二

章“政歸華人———行政人員”，第三章“任重道遠———教育傳教

士”，第四章“培育英才———華人教職員”，第五章“兼容並

蓄———財務管理”，正如作者所説：“以福建協和大學現存於中

美的原始檔案，並配合口述歷史訪問和實地調查，進而就才、財

兩方面入手，進行系統整理，以論述及計量方法，客觀和具體地

反映該校的辦學特色與貢獻。”（頁 ｘｉｘ）全書以教會大學師資、

培養學生的人“才”及收支的“財”務，爲論述的重點，甚具特色。

其一，作者運用大量中外教會檔案，成功指出協大的財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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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建立學風的關係。正如作者所述：“綜觀中國教會大學以

培養人才爲宗旨，惟多忽略財務管理的重要性，阻礙教學規模的

擴展。”（頁 ２８７）不少學者多注意個别校長善於行政的領導、個

别學人的研究成果與學風建立的關係，卻忽視了高等院校籌集

財力資助，校方善於理財，得以資助學人進行研究，財力充裕與

教研成果甚具互動關係。作者在書中指出英、美基督教差會聯

合創辦的福建協和大學，自 １９１６ 年成立至 １９４２ 年發展成爲私

立福建協和大學，並成功運用協和保存了二十一年的福州會計

處財務年報，包括收入、支出及資産負債表，研究協大的常年經

費，分析協大的收入及支出要項，書中詳細説明了大學財政管理

架構及變遷，了解福州董事會與會計處的權責，討論了董事會善

於處理捐贈基金及富於投資策略。

同時，作者以 １９１６ 年至 １９２３ 年的財政報告，指出協大成立

之初，只以傳教士兼任會計主任，没有調配資源聘請稱職的簿記

員，没有清晰賬目，致“創辦初年財政緊拙”，“理財不善，經常入

不敷支”，“永久校舍建築費嚴重超支”，財政長期拮據，作者未

嘗因研究對象爲協大，回避該校的財政問題，而是結合堅實的數

據，指出“自立案至抗戰遷校前，協大的財務狀況不但達到收支

平衡，且出現少量的兌换盈餘”（頁 ２２５）。再者，作者也成功指

出協大託事系統地管理財政的課題，由託事部統一收集各差會

捐款、個人與團體的贊助及基金收入，再扣除託事部行政費用，

餘款根據要求及預算所需，分批匯款至協大，再由協大自行將匯

款兌换爲本地貨幣。又自 １９２７ 年開始，由公理會和美以美會直

接繳付給傳教士的薪金和津貼，統一記入協大財政年報表内，書

中除列明除差會捐款外，也列出如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及國民政

府教育部等機構的捐款，歸結出 １９３６ 年至 １９４２ 年“中國政府的

資助雖從没有取代海外的辦學資金，但已成爲該校戰時教育經

費的保障”（頁 ２４０）。

至於支出方面，從作者引用的檔案，可見協大的支出分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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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支出和資本支出，書中也進一步細分爲教育經費、校舍及設

備、營運及維修保養、管理及一般支出和緊急及或然支出等，從

而指出協大在抗戰時以農學院日漸受到重視，約佔總教育經費

百分之二十八，經費充裕，“不但滿足了福建社會的需要，亦發

展成爲極具地方特色的福建文化研究”之原因（頁 ２４８）。此外，

論述中也指出“協大的資本支出主要以建築爲主”（頁 ２５０），作

者並細緻地統計出協大資産的資金主要來源是常年經費、教育

經費、資本賬目、緊急基金、專用基金及實物捐贈等。從作者的

研究足見因爲協大完善管理資金和支出，校内的“硬”件設施甚

爲優厚，雖在抗戰時民生困苦，教員的研究成果及學生的學習仍

可以維持一定的水準，達到教研俱備。

任何健全的制度，也會因人事之變動而導致管理架構的變

遷。作者運用自 １９１６ 至 １９４２ 年間的檔案資料，指出協大成立

之初由英、美傳教士或外籍職員負責該校的財務管理，及至

１９２８ 年協大立案後，設有華人會計助理員管理財務，可見在協

大首任華人校長林景潤的執掌下，協大一方面積極向外籌募教

育基金，另一方面又能爭取中國政府的捐助，内部也注意財務管

理的重要，使協大面對三十年代的全球經濟蕭條及抗戰時期的

經濟困難，仍得以轉危爲安。從中也可見教會大學由西教士辦

學的模式，漸漸轉向由華人執政，並在校内進行本土化發展的

歷程。

更重要的是，不少研究往往因爲研究對象，不言被研究者的

未盡善之處，本書的研究對象雖是協大財務，作者卻没有受主觀

移情的影響，頗能客觀評價協大行政的優劣。書中指出“在協

大創校初年，託事部曾表示該校所提交的財務報告質素差劣，亦

缺乏新近的報告”（頁 ２５９），“浪費了不少人力資源重編賬目”

（頁 ２６０），幸得洋人行政人員畢鶴得及力維積極改革財務管理，

不但收支清楚，更有盈餘。其後於 １９３５ 至 １９３６ 年度正式採用

基金會計制度，此財政管理制度爲 ２０ 世紀現代英美國家管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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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方法，從中得見協大已能與全球金融管理制度接軌，也按協大

“本土”特色，進行保本、穩健及低風險爲宗旨的基金投資，因此

雖在戰亂時，校方仍可資助不少教研活動。

其二，學校發展除了有賴校舍及校園建設的“硬件”外，更

有賴教職員及學生的努力，締造一代學風。本書作者成功地表

述學術制度與建構學風的互動關係，讀者閲讀本書可以了解教

會“本土化”發展落實在教學制度和師生日常生活中的運作

情況。

構成教育之發展，先要看輸入（ｉｎｐｕｔ）的“人才”方面，對於

高等院校的發展，尤重視校長的領導。更重要的是，早期出任教

會大學校長的是傳教士（洋人），但教會大學要有長促發展，必

然要進行本土化，研究協大校長的發展情況，正是“了解中國教

會大學從傳教士轉移至華人主政的本土化歷程”（頁 ４０）。書中

談及校長執掌方面，先詳述美國美以美會西教士高綽（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Ｇｏｕｃｈｅｒ），爲協大首任校長，對學校定名、組織章程、教

授科目和課程綱要等，均作出重大貢獻。作者在書中已糾正不

少人以爲教會大學不重視中國學問的研究，本書指出高綽在任

期間，“協大没有忽略國文教學，邀聘華人出任漢語指導”，時賢

如鄭孝觀、陳心陶等更在校内積極推動中國文化知識的流播。

然而，２０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國内民族主義高漲，教會學

校行政也進行本土化的發展，林景潤爲協大第一位華人校長，林

氏秉承協大辦學傳統外，還擴充該校學制和設備，作者更指出

“１９３１ 年是協大發展的關鍵時刻，成功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注册

立案，轉爲私立福建協和學院”，使學校制度更完善，華人教學

人數由是大增。相較之下，外籍教員人數較前期爲少，仍由傳教

士出任行政職位者，也日漸減少。華人職員日漸增多，分别掌管

注册處、教務處、會計處、秘書處及圖書館等。同時，抗戰後的協

大，華人教職員已承擔過去教育傳教士的職責，包括行政、教學

及研究等工作，“漸由外籍傳教士轉交華人信徒及學者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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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１０９），而“協大校政上之本土化，至此完成”（頁 １０１）。

然而，協大進行華人校長及以華人治校的“本土化”辦學

後，對教學的影響，也是不少學者希望了解的課題。書中指出華

人治校使協大教職員初以福建人士爲主，日漸擴至他省，其中不

少是協大畢業生。經作者表述，更帶出一個尚待研究的課題，高

等院校的發展代表了近代教育已打破地域省籍權力鞏固的功

能，漸漸爲高等院校學籍所平分，昔日以鄉土士紳爲地方權力的

核心，他們的權力由血緣及地緣所維繫，這種權力模式漸漸爲高

等院校的學籍權力架構所取代，不須要同一籍貫，只要就讀在同

一高等院校的校友，也可以互相援引。

昔日，不少學者普遍認爲教會以教育爲媒介，控制中國人的

思想，以及教會辦學只是爲宗教服務。作者在書中客觀地評價

教會大學的辦學成效，以協大爲例，既説明西方傳教士對本土教

育事業的貢獻，也説明協大傳教士“以培養華人學生爲己任，使

傳教士與華人學生之間産生了‘新’的異國師生關係”（頁

１１１），作者列舉傳教士校長莊才偉（Ｅｄｗｉ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 Ｊｏｎｅｓ）、高智

（Ｊｏｈｎ Ｇｏｗｄｙ），教授何樂益（Ｌｅｗｉｓ Ｈｏｄｏｕｓ）、克立鵠（Ｃｌａｕｄｅ

Ｒｕｐｅｒｔ Ｋｅｌｌｏｇｇ）、徐光榮（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Ｓｃｏｔｔ）等人，强化協大行政管

理及推動中國文化研究，其中克立鵠更倡導在福建進行農村服

務工作、農業改良、農村教育、農村衛生、昆蟲學及生物學研究，

爲協大學生注重農業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學術基礎。徐光榮

開辦西方哲學課程，使學生了解基督教及西方哲學思想，他的妻

子徐克麗（Ａｇｎｅｓ Ｋｅｌｌｙ Ｓｃｏｔｔ）在校創辦多個音樂團體，既充實校

園福音傳播，更充實校園音樂培訓，日後不少學生因受其啓發，

在音樂造詣上，均有重要的貢獻。

然而，除了學術成果外，教會大學也注意通過辦學傳播宗教

思想。書中既表述教員的研究成果，也注意協大推動福音事業。

作者在書中詳細羅列教員在中國及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的重要

研究成果，也詳述協大設立的宗教委員會，在校園舉辦不少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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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於 １９４０ 年協大學生的宗教信仰之調查報告中，指出校内

學生以信仰基督教者爲大多數，若以福建一地的情況而言，此尤

爲重要。因當地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及儒佛思想熏陶甚大，如今

協大學生以信仰基督教爲大宗，可見協大福音教育的成果。同

時，作者指出協大傳教士除了教學外，更爲學生扮演了顧問、輔

導員及同伴的角色，與學生建立深厚的情誼，這些既推動學生的

學術研究，也推動了校園的宗教生活，爲近代中國呈現一幅在個

人與家庭成員交往以外，宗教人士與教徒交往生活情誼的圖像。

此外，評核一所大學的辦學成效，當然要注意華人教員的行

政能力及師生的學術成就。書中詳細闡述 ３０ 年代，協大校政由

傳教士轉移至華人校長，如校長林景潤成功轉型教會大學的辦

學特色，重視教育與社會實踐，與基督教的信念相契合。陳錫恩

校長則勤於著作，關注美國及中國教育改革，而楊昌棟校長多研

究農村改革。書中也列出歷任校長提倡研究之風氣及校方提供

足够的資源下，協大師生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如文學院華籍教員

有：中國文學專家郭紹■、明清史專家傅衣凌、基督教史專家王

治心、經學研究學者陳易園及教育史專家陳景磐等，均爲學界俊

彦。此外，理學院的教員有：生物學學者鄭作新、昆蟲學學者唐

仲璋、園藝研究專家李來榮及農業經濟學學者陳興樂等，均爲替

當時及日後協大和福建學術發展奠基的重要學者。

至於學術成果方面，書中突顯協大出版的學術刊物如《福

建文化》、《協大農報》及《協大生物學報》等，爲師生提供發表研

究成果的平臺，推動福建地域歷史文化及農業的研究風尚。協

大師生把研究成果植根在福建，並培育海峽兩岸及國際學術界

研究福建領域的人才。由此可見，協大的傳教士既“具有宣教

的呼召”，也有“豐富的行政與教學經驗，對於近代福建新教育

的發展，貢獻良多”（頁 １１１），也可以引證在華人領導下協大學

術成果之興盛，正如作者所言：“協大傳教士和華人教職員在校

政、教學及研究編織‘傳承’與‘開創’的關係，華人教職員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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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延續傳教士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創新與突破，集教學、

科研與應用於一身，爲 ２０ 世紀上半葉福建的高等教育立下重要

的里程碑。”（頁 ２２２）誠非空論！

《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和財務爲例（１９１６—

１９４９）》一書開拓了教會大學“才”與“財”配合研究的成果。然

而，若深化福建一地教會大學的研究，尚可注意：一、福建一地

素受中國傳統佛教、傳統民間宗教及儒家文化所熏陶，如今教會

大學成立之初，怎樣與本土中國傳統文化融合，若深化這方面的

研究，更可見近代中國的教會大學，與西方宗教的關係，既從被

排拒至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歷程，由此也見教會大學從中西

文化相交往及融合的橋樑，至爲中國本地化教學和行政作出貢

獻的歷程，此將有助了解及開拓研究教會辦學在近現代中國高

等院校走向中國現代性的路途上，所扮演的角色。二、作者在

書中所言福建民俗學的研究學風與協大、早期任教的傳教士，甚

有關係，我們也可以多注意二三十年代，研究民俗學的北方重鎮

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方的重鎮爲中山大學，但協

大推動福建本土民俗學的研究，與其時“主流”民俗學的成果，

有哪些異同？傳教士傳入的民俗學與南北二地研究的風尚有哪

些異同？同時，今天尚未有太多學者研究傳教士對中國民俗學

發展的影響，此更是有一個有待開發的課題。

誠然《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和財務爲例

（１９１６—１９４９）》一書，作者在堅實的史料支持下，開拓了結合近

現代福建學術史、高等教育史及教會史多元互動的研究成果。

作者更運用大量中外檔案，列出詳細的統計圖表，論證詳實，亦

可見作者擷取資料的識力及心思細密。作者在書中成功證明教

會大學人才善用與善於籌劃財力的關係，並由此促成學人研究

成果層層推新，這種結合“才”與“財”的研究方向，將會爲學界

開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區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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